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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松江园林的诗性阐释与士林风尚的变迁

刘新静
( 上海杉达学院 旅游系，上海 201209)

摘 要: 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晚明时期松江地区掀起了修建园林的高潮，这些
园林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产物和载体，体现了鲜明的审美自由精神，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资源。
由于这些园林的主人多为文人士大夫，所以它们表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和诗画情趣，折射出晚
明松江士林风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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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宝德在《物象与心境: 中国的园林》一书
中，将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南
宋至明末的 500 年间称为江南时代。苏州园林无
疑是江南时代的翘楚，作为文化中心的苏州，其精
致优雅的文化具有超强的辐射力，“苏人以为雅
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比邻
而居的松江府，受到苏州文化的熏陶浸润，加之经
济文化的发展，造园风潮在晚明也达到了顶峰。
此时期上海为“江南的上海”，秉持的仍为“江南
鱼米乡”的发展模式，因此松江园林与苏州园林
为代表的江南园林一脉相承，是江南诗性文化的
产物，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来源。同时，作为文人
士大夫栖神肆志的空间，松江园林是晚明士林风
尚变迁的最好见证。

一

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滥觞于魏晋，兴于宋，元
代和明朝初年受到礼制的束缚一度衰落，晚明时
期又勃然兴起。松江虽为江南地区的一部分，但
是由于其起步较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苏州、杭州

等大城市相比较为滞后，园林的兴建也略晚。宋
元时期始有零星出现，例如位于乌泥泾宾贤里的
最闲园，始建于宋，元时为王逢所得，王氏于园中
修藻德堂、怀新坂、乐意生香台、幽贞谷、濯风所、
卧雪窝、海曙岩、林居余清洞等景观，并一一题诗
作赋。此外宋元时代有记载的园林还有上海县的
拨赐庄，嘉定的龚氏园、赵氏园、怡园、浦氏园等，
至今都湮没不可考了。

直至晚明时期，松江经济文化持续繁荣，中央
的礼制约束开始松动，加之苏州府的示范效应，松
江掀起了建构园林的高潮。短短百余年，上海地
区的私家园林达到上百座，但园林的分布极不均
衡，华亭县、上海县等地较为密集。叶梦珠在《阅
世编》卷十描述华亭城: “余幼见郡邑之盛，甲第
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阛阕列廛，求尺寸之旷
地而不可得。”［2］( 卷十) 叶梦珠，字滨江，号梅亭，上
海人。《阅世编》卷四称“予生明季，旋遭鼎
革”。［2］( 卷四)他当生于明崇祯年间。这段描述当是
晚明兵变以前的景象。这一时期松江的私家园林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齐备了傍宅园、郊野园与山林
园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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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宅园顾名思义是依傍住宅而建，一般处于
城市中，或于宅后，即通常所说的“后花园”; 或于
宅侧，形成跨院; 或于附近单独建置，与住宅遥遥
相望。傍宅园多处于城镇中，规模局促，但强调师
法自然，芥子纳须弥，小而精，故素有“城市山林”
之称。当然，傍宅园的优势在于便于随时游赏，园
主多以“涉园”、“日涉园”名之。太仆陈所蕴的
“日涉园”就位于今黄浦区，与其宅一街之隔，据
《松江府志》记载，此园为著名造园家张南垣的作
品，亭台楼阁、花石水木，极一时之绮丽，名列“海
上三园”之首。

与傍宅园相较而言，郊野园有更大的建筑空
间，不仅视野开阔，而且野外风景秀丽，远山近水、
麦田稻浪、湖泖河汊、渔夫村姑，皆为可借之景，再
者郊外离城市住宅交通较山林园要方便得多，所
以郊野园为士人大夫筑园的上选。文人仕宦认真
选择郊外湖山胜处，精心构建园林，很多地段也因
而一跃为别墅区。《云间第宅志》中称: “城东北
隅多故家别墅，有林木之胜。”［3］而松江区的南北
俞塘更被视为风水宝地，价格不菲，据同书记载，
此地有杨忠裕园、顾正心之熙园、顾正谊之濯锦
园、孙衍园、吴稷之自得园。尤其是自得园所在之
北俞塘，“世传有千金难买俞塘北之谚”。

山林园与前两者相比，可谓“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山峦的高低起伏、森林的春华秋实、
溪涧的奔突缓急、樵子的山歌野讴，都是山林园的
一部分。云间地区有九峰三泖，景色秀丽，向来为
文人墨客所流连觞咏，“莫言吴地小，但觉天地
宽。面面芙蓉镜，层层薜荔冠。一泓鹅眼碧，九点
鹫头丹”。［4］当然筑园者们也不愿浪费这些风景
资源，积极地在山间大兴土木。当时最著名的隐
居者为陈继儒，他在小昆山、凤凰山、佘山都有建
构。陈为当时文坛领袖、画坛翘楚，又喜结交朋
友、奖掖后进，所以他的园林常常是履满户外、高
朋满座。他后来主要住在东佘山，以山为园，在山
林间修筑了白石山房、神清之室、古香亭、含誉堂、
顽仙庐、笤帚庵、鹦鹉冢、雪梅井等建筑，整座东佘
山成为他的园林。他的一些好友也来助兴，在其
园近处选址建造园林。施绍莘，字子野，其父为万
历十六年举人施大谏。施绍莘无意仕途，隐居于
峰泖之间。最初在西佘山建造别业，与陈继儒的
东佘山居遥遥相望。每逢陈继儒的东佘山居有酒
场诗座，施绍莘必定召之即来，与朋友们吟咏唱

和，成为美谈。还有陈继儒的好友、画家陆万言，
字君策，在东佘山居的旁边建造了畸墅，董其昌、
陈继儒都是他的座上客。董其昌曾经在文章中提
到他在畸墅中与朋友们终日赏画为乐的事情。山
林野外因为有了这些文人雅士的身影也增添了无
限的韵味。

二

作为生动的文化信息载体，园林显然带有鲜
明的区域文化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而言，江南园
林无疑是江南文化的产物。江南文化从本质上讲
是一种诗性文化。在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梳理过程
中，经济的富庶是屡被提及的要素，江南园林的繁
荣与这一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作为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园林离不开经济条件的支持。
故童隽《江南园林志序》中说: “吾国凡有富宦大
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
华，实聚于江南一隅。”［5］( P3)

晚明松江私家园林的兴起正是元明以来当地
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在棉纺织业和商业的推动
下，松江在明朝时已与苏州、杭州等城市并称江南
名郡，其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往往为人们所称道: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
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
浙十九也。”［6］( P359)根据梁方仲的统计，松江府是
以占全国 0． 6%的田地承担了全国 4． 14%的税粮
( 以洪武二十六年实征米麦计算) 。［7］( P435) 故当时
又有“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的
说法。虽然赋税很重，但是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
发达，当地人仍然较为富有，王士性指出“毕竟吴
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十七，故
虽赋重而不见民贫”。［1］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建造
园林提供了物质基础。

江南诗性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文脉的兴盛。
正如顾颉刚所说: “从前苏州人生活于优厚的文
化环境，一家有了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
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
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一班少年人呢，就把精力
集中到科举上，练小楷，作八股文和试贴诗，父以
此教，兄以此勉，每个读书人都希望他由秀才而举
人、进士、翰林，一步步地高升。所以满清一代，苏
州的三元一人，状元多至十八人，有的省份还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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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呢。”［8］当然，江南文脉的兴盛并不仅仅表
现在科举考试方面，江南学界的精英也不把目光
仅仅局限于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获
得高官厚禄，这个群体所具有的优雅气质和学术
成就让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感到自己像粗鲁的
外乡人”。

江南诗性文化的这种特质是非常典型的，松
江与苏州、杭州相比虽为后起之秀，但其文脉的兴
盛也令人惊叹。明代松江府的文人举子在科举考
试中佳报频传，有明一代，松江府共考中进士 461
名，其中有状元 3 名、榜眼 2 名、探花 1 名、传胪 3
名。尤以华亭县为多，其次为上海县。［9］( P269)叶盛
在《水东日记》中记载“礼部会试，三甲之魁与高
等，多出苏、松、应天……正统辛酉 ( 1441 年) 京
闱，乡士百人，松举十五人，五经魁占三人。”［10］此
外，明代松江名人辈出，从明初隐居于此的杨维桢
到后来的练川三老、嘉定四君子、富林二曹，还有
晚明闻名遐迩的松江画派、松江书派和几社诸君
子，群贤毕集，云蒸霞蔚，使得松江点染了浓郁氤
氲的文人气息。这种气质也为松江私家园林的风
格奠定了基调。

当然，江南诗性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超越儒家
实用理性的审美自由精神。诚如学者所言: 江南
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民族魂牵梦绕的一个对象，恰
是因为它比康熙看中的“财富”与“文人”，要再多
一点东西。……与生活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
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
与自然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
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一般说来，富
庶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够幸运了，
特别是在多半属于孟子说的“救死恐不赡”的古
代历史中。但江南文化的“诗眼”，使它与其他区
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诚实地说却不在这两方
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地超
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
自由精神。［11］( P6) 这种审美自由精神在实践中表
现为一种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倾向。私家园林作为
文人士大夫的居所，不仅仅满足了居住的实用目
的，还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审
美功能。园林的规划设计、布局雕饰以及生活细
节，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化氛围。尤其是一些文
人士大夫对于园林规模的理论建构，更是超越了
节俭与奢华的物质层面，达到了高度自由的审美

境界。
陈继儒关于园林的规模就有独到的见解:

“余谓园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与足所到为界。
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领，虽
有园无园矣。设以常人埒夸父之步，离娄之睫，则
园与顷刻判为大小。非园之俄大俄小也，目与足
之到异也。然园之权在目与足，而目与足之权在
我，我者不适，则虽大士之千目韦驮之日尧四部州
而 行 不 止， 于 目 与 足 何 有
哉?”［12］( 卷二十二《陆宫系适园记》)这一观念固然与陈继儒
自身的经济条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社
会思潮息息相关。阳明心学是晚明人文思潮的哲
学基础，其心学体系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否认外
在规范对于“心”与“欲”的禁锢，高扬人的主体性
地位，这一学说在晚明掀起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
模式、强调思想自由及人格独立的社会思潮。而
陈继儒的园林理论正是这一思潮的反映，“湖山
不转君，君使湖山转”，人作为园林的主人，有高
度的自主权和决定权，园林的大小、布局、面貌、风
格都应该根据主人的需要和喜好来安排。

园林的艺术化倾向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
之中。避暑纳凉是园林最实在的功用之一。江南
的夏季酷暑难当，而园林因多山水植物，较开阔，
自然比住宅清凉许多。就是这样再实在不过的日
常生活，园林主人们也会赋予它高雅的艺术品位。
“庐山瀑布，峨眉积雪。泰岱秦松，潇湘竹叶。各
绘一屏，左右陈列。蕈纹清凉，石几凝滑。卷帘看
花，欹枕候月。兰泉蕉风，新浴方洁。此避暑方，
赠君怡悦。”［12］( 卷二十七《避暑》)瀑布、积雪、秦松、湘竹
这些画面上的景物与竹蕈、石几、繁花、明月、兰
泉、蕉风等现实中的景物交织在一起，通过清凉幽
洁的意象形成虚实相生的意境，不仅平息了酷暑
带来的燥热，也使避暑成为赏心乐事、高雅艺术。

由此可见，晚明私家园林的繁荣与松江经济
文化的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与江南诗性文化息息
相关。鉴于此时期上海仍为“江南的上海”，所以
松江的园林文化是江南园林文化乃至江南诗性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出了江南诗性文
化的种种特质与风格。

三

从文化大传统的角度而言，松江私家园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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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产物，松江私家园林也是
江南园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从文化小传统的
角度而言，晚明私家园林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峰，而且园林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内
涵也为海派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园林是一种极为生动的文化信息载体，它既
有物质形态的可感可触的感性色彩，又有潜在的
精神意义，其中物化着创造者或欣赏者的观念与
情绪，宗白华曾经说过: 建筑形体的抽象结构、音
乐的节律与和谐、舞蹈的线纹姿式，乃最能表现吾
人身心的情调与律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松江园
林也是其主人审美精神和人格追求的外在显现。
而松江园林的主人多为文人士大夫，这包括两个
系统: 一个系统是官员系统，像徐阶、陆树声等人。
这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官员往往经济
较为富裕、文化修养较高，修建的园林也较为富丽
堂皇。例如华亭徐阶，就出身于世代务农耕读之
家。其祖先原住华亭县徐家浜，世代务农，祖父还
因家贫而入赘同邑黄姓人家，直到其父徐辅这一
代才开始发迹，然徐辅也不过为宁都县丞。及至
嘉靖二年，徐阶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长期
担任阁臣，严嵩致仕后他成为内阁首辅。随着徐
阶政治地位的不断升迁，徐氏家族在短短几十年
内迅速成为云间望族。松江城内，徐家府第最为
宏丽，“三区并建，归制壮丽，甲于一郡”。［2］( 卷十)

另外一个系统是曾经接受过儒家教育但并未当官
的文人。例如顾正心，早年曾经入学读书，后来家
道中落，只好放弃举业做生意，在发家致富后修建
了熙园，“顾氏园在东郊之外，规方北亩，累石环
山……水阁香生，禽语悠扬。笙歌间出，荡舟拾
翠，游女缤纷，度出弹筝，骚人毕集，名流胜会，以
及往来过客，莫不于此寻芳觞咏。殆无虚
日”。［2］( 卷十)还有陈继儒，他在 29 岁时绝意仕进，
其后一直靠坐馆和著述为生，直到 50 岁时在友人
的资助下修建了东佘山居，“府君五十岁得新壤
于东佘，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
觐先生，割童山上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
屋右移古枚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
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都邑之礼香祭
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佘
矣”。［12］( 《年谱》)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园林主人的共同
之处在于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对于园林往

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或者积极参与园林的
规划设计，或者亲身实践园林的掇山理水，所以这
些园林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文人趣味和诗画情趣，
因此这些园林本身就是江南诗性文化的重要内
容，是海派文化的源头和基因库。虽然这些园林
现在多半湮没不可考，但是它们仍然活在书本典
籍中。更重要的是，以这些园林为舞台和背景开
展的文化活动、形成的文化习俗却对海派文化的
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海派文化滥觞于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而
海上画派的精神源头在明代画家董其昌。董其昌
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出了“文人画”、“南北宗
论”等绘画思想: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里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
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之辈。南宗则王摩诘
始用渲淡，一变钩研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
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及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
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
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
也无间然。知言哉。”［13］董其昌成就最高的是文
人山水画，而在他的理解中，画与园林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艺术，“余林居二纪，不能买山乞湖，幸
有草堂辋川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于枕烟廷涤
烦矶竹里馆茱萸泮中”。［14］画即是园林，园林即是
画，园林与画可以互相替代。董其昌曾经在南市
和闵行建造园林拄颊山房和竹安斋，想必这两座
园林的建造与装饰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主人的绘画
理论，也就是董其昌画中追求的那种平和、空寂、
清雅、柔润的风格。

董其昌的园林已经无迹可寻，但是董其昌的
弟子张南垣的假山作品仍存于豫园中。“张涟，
字南垣，浙江秀水人，本籍江南华亭。少学画，渴
董其昌通其法，用以叠石堆土为假山。谓世之聚
危石做洞壑者，气象壁促，由于不通画理。故涟所
作平冈小阪，陵阜坡池，错之以石，就其奔注起伏
之势，多得画意。而石取易致，随地材足，点缀飞
动，变化无穷。为之既久，土石草树，咸识其性情，
各得其用。创手之始，乱石林立，踌躇四顾，默识
在心。高座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
处，不借斧凿而合． 及成，结构天然，奇正阁不入
妙。以其术游江以南数十年，大家名园多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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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15］张南垣高超的叠山技术无疑得益于其绘
画方面的素养，他不仅是董其昌的入室弟子，而且
与陈继儒也有交往，陈对其奇略也颇为欣赏，后来
张移居浙江秀水以后陈还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
“南垣节侠流，慷慨负奇略。盘礴笑解衣，写石露
锋愕。指下生云烟，胸中具丘壑。五丁紧追随，二
酉顿开凿。穿池浪有声，种树势相攫。亭榭多回
环，鱼鸟欲飞跃。江东园主人，见之具小却。闲载
米家船，懒入都生幕。君赋归来乎，醉跨华亭
鹤。”［12］( 卷二十七《送张南垣移居秀州蔗庵赋此招之》) 相传豫园黄
石大假山就是张南垣的手笔，时至今日，大假山与
董其昌的绘画理论交相辉映，成为海派文化的
双璧。

明代私家园林还为海派文化留下了许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例如顾绣。顾绣又被称为“露香园
绣”，“今天下刺绣者，以明代上海顾氏刺绣之名，
震溢海内故也。上海顾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
顾名世而始着称。名世曾筑园于今九亩地露香园
路，穿池得一石，有赵方敏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
名园”;“……故世称其家刺绣为露香园顾绣，或
顾氏露香园绣，或简称为露香园绣”。［16］( P1) 顾绣
的杰出代表是顾名世的孙媳妇韩希孟，其丈夫顾
寿潜是董其昌的弟子，在绘画方面有较高造诣，韩
希孟受其影响，将绘画艺术和刺绣工艺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达到了出类拔萃、炉火纯青的境界，刺
绣也与琴棋书画一起成为文人士大夫赏鉴的艺术
样式。顾绣已经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单，成为海派文化的名片和基因。

有的学者提出，江南诗性文化、北方理性文化
和西方现代文化是海派文化的三大源头。从地缘
而言，无疑江南诗性文化是近水楼台，近代以前的
上海就为“江南之上海”，明代松江府的文化史为
近代海派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资
源，其经过世代累积形成的一些气质、禀赋也成为
海派文化的基因，园林文化作为气韵生动的文化
事象，无疑是基因库中不可或缺的因子。

四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松江园林的蔚
为大观还透露出极为复杂的信息，从而折射出当
时社会思想观念和士林风尚的变迁。

出与处，仕与宦，穷与达，千百年来一直是困

扰文人的命题，也始终是他们思想中既对立又统
一的悖论。晚明时期士大夫隐居不仕蔚然成风，
当时政治环境急转直下，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
薄冰”，而阳明心学的盛行又导致了价值取向的
转变，加之松江地区重商思潮的推动，三种因素合
力将文人士大夫推向了隐居之路。一些文人书生
不再把科举看作终生的事业，而是归隐田园，享受
世俗生活，园林也成为其“诗意栖居”的首选。最
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山人陈继儒，他屡试不第，最
终在 29 岁时绝意仕进，他在《告衣巾呈》中写道:
“例请衣襟，以安愚分事: 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
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
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
物? 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
出山之小草。乃禀命于父母，敢告于师尊，长笑鸡
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
从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
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
庭，预绝进取之路。伏乞申转。”［17］

这种行为被称为“弃巾”，意即放弃生员资
格，与科举考试分道扬镳。“弃巾”之风在晚明的
江南地区十分盛行，读书人太多而中举名额太少，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多人屡试不第，终生困顿，
这是读书人放弃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同时，晚
明江南地区商业氛围极为浓厚，由此带来的社会
观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也是促成“弃巾”
的外在因素。就陈继儒而言，他放弃了读书—中
举—做官的人生轨迹，与他屡战屡败不无关系，但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其他安身立命的方式，就是坐
馆和著述。尤其是著述，成为他晚年的主要经济
来源。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些城市，像南京、苏州、
杭州、无锡、扬州、常州、松江等地，市民的文化需
求增长很快，市场需求推动了商业型书坊的繁荣，
文学作品渐趋商品化，这为很多文人尤其是著名
文人提供了丰厚的经济来源。陈继儒因为受到徐
阶、董其昌等人的推重，文名远播，所以他的作品
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另外还有很多人求文求
字求画，也会送给他丰厚的润笔，“四方征其文
者，束帛铤金造请无虚日”，润笔之费积数万金，
“以润笔之资卜筑余山，纵情山水数十载”。［18］

正如《中国诗性文化》开篇所言: “古生物学
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
有食 物 链 的 突 然 中 断，人 类 的 起 源 亦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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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19］( P1)以陈继儒为代表的山人隐者群体的出
现，正是因为向上的道路被堵塞，只能另谋出路，
这成为晚明松江士林风尚的一大变迁。除了陈继
儒之外，隐居于园林者大有人在，如陆万言、施大
谏、王昌会、李流芳、沈弘正、单恂等。当然，伯夷、
叔齐的隐居方式早已过时，这些隐居者卜筑山林、
优游林下，园林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隐居环境，隐
居的日子恬淡而充实。“客过草堂，扣余岩栖之
事，余倦于酬答，但指古人诗句以应之。问: 是何
感慨而甘栖遁? 曰: 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
问:是何功课而能遣日? 曰: 种花春扫雪，看箓夜
焚香。问:是何利养而获终老? 曰: 砚田无恶岁，
酒国有长春。问:是何往还而破寂寥? 曰:有客来
相访，通名是伏羲。”［20］从这段自问自答的文字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隐居者的生活状态: 白日种花扫
雪，夜晚焚香读道书，优哉游哉，不胜惬意。平时
靠坐馆和润笔，四季丰收，没有荒年，酒壶之中天
地大，一年到头是春天。朋辈皆高人，往来无白
丁，可以消磨无聊时光，避免尘世的纷扰。

园林主人还可以精心选择动植物来点缀园
林，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志向。鹤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有君子、德行和隐逸的象征意义，云间二陆就
非常喜欢鹤，陆云曾经在《鸣鹤诗序》中说: “鸣
鹤，美君子也。”宋代隐者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
更是妇孺皆知，所以鹤为广大文人隐者所喜爱，陈
继儒就在东佘山居里养了两只鹤。根据《岩楼幽
事》记载:“余山中，徐德夫送一鹤至，己受所，张
公复送一鹤配之。”［20］它们不但是陈的宠物，更是
朋友，陈常以鹤自况，他的诗歌中也充满鹤的影
子。陈继儒的朋友陆万言也推崇此道，有一次他
与陈继儒在巢青楼上赏花，当时“玉兰亭亭如素
霓罢曲，海棠二树如飞燕合德倚醉争妍，夭桃如数
百红绡排筵当队与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绿
衣护持四十里，紫丝步幛觉金谷铜雀中诸人带酸
销尔”。［12］( 卷二十二《陆君策畸墅记》) 如此美艳的图画，陆
君策竟然不喜欢。他说: “海棠奇艳，未若梅花老
带风 骨，请 为 辟 地 种 梅，以 章 ( 彰 ) 德
素。”［12］( 卷二十二《陆君策畸墅记》) 于是他在自己的畸墅中
种植了数亩梅与竹，还建造了逋亭，以“梅妻鹤
子”的林逋自况。畸墅不仅仅是供其居住休息的
居所，更是其审美追求与人格理想的物化。

园林的大量出现，显然与晚明文人隐逸之风
大炽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除了隐居之风盛

行，结社的风气也非常浓郁。除了名动天下的复
社外，几社也是贯穿明清两朝的著名社团。几社
的初衷是为了科举考试:“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
一二时髦新采共为薰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遂敦请
文会。”［21］在杜麟征与夏允彝的倡议下，周立勋、
徐孚远、彭宾和陈子龙参与进来，这就是著名的
“几社六子”。几社的活动方式，主要以文会为
主。“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
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
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21］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几社模仿石崇等人的
金谷宴集和王羲之等人的兰亭禊集，觞咏酬唱、品
鉴文章，从而达到互相促进提高的目的。既然是
模仿，那就强调逼真甚至要超越他们，可以为文坛
留下一段佳话。从集会的地点而言，金谷宴集是
在石崇的别业金谷园，兰亭禊集是在绍兴的著名
景点兰亭，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交相辉映，遂成千
古佳话。几社诸君也非常重视集会的地点和环
境。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几社首领。他曾长
时间在陆氏园林读书，此处也顺理成章成为几社
成员燕集之地。他的好朋友李雯是李逢申的儿
子，也是横云山庄的继任主人。陈李诸人曾多次
集会于横云山庄。此外，在陈子龙的文集中提到
的几社成员燕集之地还有朱灏园、盛翼进园、徐景
曾园等。朱灏，字宗远，其园林在原超果寺南，风
景秀丽，几社成员多次在此游赏吟咏，以致多年以
后同为几社领袖的周立勋还念念不忘: “忆君山
斋冷，落日春风回。鹤倦荫修竹，客稀深卧苔。侧
岩幽径避，流水林间来。草阁疲云戟，文园病马
才。”朱家园林在他笔下一派萧条冷落，是与作者
此时的心情有关，他正漂泊在外，借此反衬灰暗的
心情，所以他接下来吟到: “夫岂不感慨，未若行
路哀。”［22］诗人在旅途中写信给友人时首先想到
的是园林，可见园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为了挽救明朝的危机，晚明文人的另外一个
倾向是推崇实政。陈子龙等人十分赞赏倡言实政
的张居正，所以在读书作文之余，他们也以天下为
己任，编纂经世书籍，研讨兵学、农学等实学。
“自明政不纲，二三君子相与结为社事，思以名节
振之。文采风流，一时称盛。然能讲经济大略，求
健儿侠客，联络部署，以应天下之策，厥维几
社。”［23］崇祯十一年，由陈子龙、徐孚远和宋征璧
发起在陆氏南园编著《明经世文编》，经一年而

75

刘新静:晚明松江园林的诗性阐释与士林风尚的变迁



成。当时参与选辑的有 24 人，都是松江人，华亭
县士人居多。同时，松江的名门望族也给予了有
力的支持，“同郡先辈若徐厚翁先生及唐缮部存
少，闻予辈搜借艰苦，俱发邺架之藏，悉供传写。
至许霞翁先生移书远近，广收博览，裨益尤
多”。［24］从这些记载可以想见，陆氏南园成为当时
松江的文化中心，群贤毕集、众书汇聚，这些文人
披沙拣金、集腋成裘，成就了《明经世文编》一书。
此书影响很大，受到了江南士绅的支持和赞同，有
9 人为其作序，包括张溥和陈继儒，186 人为其鉴
定，其中担任过阁臣的有 12 人。陆氏南园的名声
也随着《明经世文编》的发行不胫而走，成为江南
名园。虽然东佘山居、陆氏南园这些园林已经无
迹可寻，但是它们仍然活在典籍文献中，与文人墨
客的佳话美谈共生共存，成为晚明松江士林风尚
变迁的见证。

综上所述，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晚
明时期松江地区掀起了修建园林的高潮，这些园
林及其代表的园林文化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产物和
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江南审美精神，也是海派文化
的重要资源。由于这些园林的主人多为文人士大
夫，所以它们表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和诗画情趣，
折射出晚明松江士林风尚的变迁。“苑圃之废
兴，洛阳盛衰之候也。”松江园林的兴盛，正是晚
明松江繁荣发展的缩影，也是上海文化史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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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Songjiang Gardens and Evolution of
the Scholar －Officials’Fash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LIU Xinjing
( Shanghai Shanda College，Shanghai，201209，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there emerged a boom of construction of gardens in Songjiang
Distri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se gardens，as outcomes and carriers of the peotic culture in Jiangnan (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embody the vivid beauty of Jiangnan and represen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the Shanghai － style
culture． As the owners were mostly scholar － officials，the gardens manifest their strong interest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he fashion of scholar － officials in Songjia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Songjiang District，gardens，poetic culture in Jiangnan，Shanghai － school cul-
ture，scholar － officials’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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